
唐、五代时期民众就医服药观念的形成

张剑光

　　摘　要：唐、五代时期，各级官府都设有医疗官员，州、县政府中的官员及其家属，都能享受到官方医疗的服

务。 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医学的认识不断深化，城市中的普通民众，基本建立起了有病就医服药的观念，
得病后一般都会设法医治。 随着医者数量的增多，医者的医疗技术水平也有了相应提高，他们能满足不同层次百

姓的医疗需求。 之所以能普遍形成病后就医观念，其原因一是与当时政府和士大夫们的大力推广和提倡有关，二
是和城市内的药材销售方便和药材炼制技术的提高有关。 就医服药观念的形成，说明唐、五代时期人们的生活质

量在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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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时代人们的生活质量与医疗卫生技术的水

平有很大的关系，同时和一个时期的医疗体系是否

完善有关联。 在一些史书、笔记、墓志中，对唐、五代

时期人们接受医疗的态度和药物有若干记载，如
《朝野佥载》卷三云：

　 　 唐浮休子张 为德州平昌令，大旱。 郡符

下令以师婆、师僧祈之，二十余日，无效。 浮休

子乃推土龙倒，其夜，雨足。 江淮南好鬼，多邪

俗，病即祀之，无医人。 浮休子曾于江南洪州停

数日，遂闻土人何婆善琵琶卜，与同行人郭司法

质焉。 其何婆士女填门，饷遗满道，颜色充悦，
心气殊高。 郭再拜下钱，问其品秩。［１］

张 主要活动在唐高宗、武则天至玄宗前期，因
而他谈的事情是在唐代的前期。 这一故事里说了两

件事，一是他在德州平昌祈雨无效，二是他在江南洪

州碰到了一个巫婆能卜人官品，而且得到人们的前

呼后拥。 因此，无论是南方、北方，唐前期的人们似

乎都“好鬼”。 不过他专门提出了人们有病不请医

服药，而是“祀之”，原因是“无医人”。 虽没有具体

事例，但他认为“江淮南”是这样的。 南方多淫祠，

这在史书里有不少记载，但江淮南是否真的“无医

人”而造成人们不相信医药而只信巫，又或者说从

城市到农村，整个江淮都是这种现象，张 没有给我

们具体的描写，但也许在他的观念里确实如此。 但

我们要问，唐、五代时期真的是这样吗？
以往关于唐代人就医诊病的研究，人们主要的

兴趣是集中在医疗技术、医疗制度、疾病的种类、医
家的著作等问题上①，而缺少从百姓立场出发讨论

普通民众对医药的态度。 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力

图从人们对得病就医的真实态度中，来准确地了解

唐、五代时期的社会生活风貌。

一、百药救疗：州县官员医药诊治
体系的建立

　 　 唐代的皇宫内有专门的医学校，有专门的医疗

机构，主要服务对象是皇帝和皇室人员。 如殿中省

尚药局有奉御二人、直长四人、主药十二人、药童三

十人、司医四人、医佐八人、按摩师四人、咒禁师四

人、 合口脂匠二人。 尚药奉御是 “掌合和御药及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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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之事”，侍御医“掌诊候调和，司医、医佐掌分疗众

法” ［２］３２４。 尚药局主要是为皇帝服务，人数众多，
分工明确，分科较细。 太常寺还有太医署，设太医令

二人、丞二人、医监四人、医正八人、医师二十人、医
工一百人、医生四十人、典学二人。 “凡医师、医正、
医工 疗 人 疾 病， 以 其 全 多 少 而 书 之， 以 为 考

课” ［２］４０８－４０９。 从医师、医工的人数来看，太医署主

要是为皇帝医疗服务的，同时扩展至整个皇宫的治

疗。 生活在皇宫里的人们，其实都能享受到政府较

为完备的医疗服务。
皇宫内的这套医疗服务体系，肯定是超过了帝

王和内宫的需要，因而宫外的一些高级官员身体一

旦出现情况，皇帝常会派出医务人员前去治疗，显示

出皇帝对这些大臣的恩宠和关怀②。 如李大亮“寻
遇疾，太宗亲为调药，驰驿赐之” ［３］２３９０。 房玄龄得

病，“敕遣名医救疗” ［３］２４６４。 马周病消渴，“弥年不

瘳”，唐太宗派出的“名医中使，相望不绝”，“太宗躬

为调药，皇太子亲临问疾” ［３］２６１９。 张长逊，“会有

疾，车驾亲幸其第” ［３］２３０２。 虽没有记录唐太宗是否

给了医药，但从其亲自探病来看，应该会派宫内医者

医治的。 君臣关系融洽，帝王关心大臣身体，派出名

医出宫医治，是君臣关系和谐的一种特殊现象。
唐代长安城，官方有制度性的医药诊治体系，不

过只能惠及部分官员：“诸文武职事五品以上官致

仕有疾患，在京城者，官给医药，在外者，亦准些量

给，以官物市供。” ［４］ 这里当然主要是提到致仕官，
即五品以上的致仕官不管在京城内外，政府都会给

医药。 那么，对在职的五品以上官员而言，自然也会

得到太医署等医疗机构的照顾。
以上都是与皇宫有关的高级官员得病时中央机

构中太医署等部门的治疗。 而那些京城的一般官

员，即五品以下的官员，显然是享受不到这样的待

遇，还有就是地方上州级衙门里的官员，他们得病后

怎么办？
《唐六典》卷三○谈到唐代的京兆、河南、太原

府，设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开元初置），医学生

二十人（贞观初置）。 大都督府医学博士一人，从八

品下；助教一人；学生十五人。 中都督府医学博士一

人，正九品下；助教一人；学生十五人。 下都督府，医
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二人。 上州设医学博

士一人，正九品下；助教一人；学生十五人。 中州医

学博士一人，从九品下；助教一人；学生十二人。 下

州医学博士一人，从九品下；学生一十人。 并且规

定：“医学博士，以百药救疗平人有疾者。” ［２］７５０

从这段资料谈到的唐代制度来看，除了皇宫以

外，全国三个都城和各州普遍设立了医学校，主要是

为了能有效地医治百官和百姓的疾病。 三个都城中

培养出来的学生，估计日后有不少会被安排在各级

政府机构中，对各部门官员的疾病作专门性医治。
因此，对中央政府和三个都城的五品以下官员而言，
他们生病后主要由这些学成后的医学生进行专门的

医疗服务。
三个都城外，凡是州一级的行政治所，都有一定

数量学医的学生，碰到疾病侵身，他们会作一定的医

治。 不过从这些医学校大多只设博士一人和助教一

人及他们的出身来看③，医学生对医疗知识和技能

的学习，应该是比较基本和粗疏的，也没有见到具体

的细化分科，医学生学成后，实际上是一个全科医疗

人员。 其次，由于医学的学习不是短期就能完成的，
一个医学校只有十多个医学生，相信这部分医务人

员对一个州一级的城市来说是杯水车薪，各州的医

疗资源显然不够，人员是缺乏的。 从中我们可以推

测出，这些只具有粗疏医学知识的医务人员通常情

况下应该只能保证官员及其家属的医疗，普通百姓

如有身体不佳等情况，这些官方培养的医务人员不

一定都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从上面的资料中可以确信，政府机构中是有专

职医务人员的。 事实上，从一些资料的记载中我们

的确能够看到唐、五代时期州级地方政府中有专职

的医者值守，医治政府机关的官员和附近部队的军

官。 唐太宗贞观七年（６３３ 年），唐临“奉使江东”，
扬州针医甄陁就对他说了一个人死后进入地府的故

事［５］ 。 这里说的“针医”，意谓他主攻的专业是针

灸，但能与政府的使者交往，而且明言是“扬州针

医”，显示他有官方的身份，应是官府的医者。 再如

徐智通，“楚州医士也。 夏夜乘月，于柳堤闲步，忽
有二客笑语于河桥，不虞智通之在阴翳也” ［６］ 。 徐

智通应该是楚州官府中的医者。 唐末蜀将陶福立功

后，“至郡守，屯戍兴元府之西县，暴得疾，急命从人

朱军将诣府迎医李令蔼。 令蔼与朱军将连骑驰

往” ［７］２４１。 兴元府中有医生，一旦府中官员有病

情，能立即前往诊疗。
地方政府机构里的医者，往往是政府的正式官

员。 柳芳为郎中，他的儿子柳登生病，“时名医张方

福初除泗州，与芳故旧，芳贺之，且言：‘子病，唯恃

故人一顾也’”。 第二天早晨张方福“候芳，芳遽引

视登。 遥见登顶，曰：‘有此顶骨，何忧也。’因按脉

五息，复曰：‘不错，寿且逾八十。’乃留方数十字，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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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曰：‘不服此亦得’” ［８］６１８。 虽然将张方福的诊病

写得有点神化，但可以看到官员或者家属生病，就会

找官方的医者诊治，医者会按脉看相，留下药让病人

服用。 张方福“初除泗州”，应是刚刚到泗州任职。
地方州衙高官达人们，生病后通常会请医者到

家或到治所来诊治。 萧仿为广州刺史，“曾有疾，召
医者视”。 这里的医者虽然没有明确是地方政府机

构中的医者还是民间医者，但官员生病就找医者来

医治，这在当时可能是通常的做法，医者和刺史可能

是比较熟悉的。 这位医者云：“药用乌梅子，欲用公

署中者。”于是萧仿“乃召有司，以市价计而后取”。
乌梅子衙门里就有，但萧仿要按市场价出钱，说明他

“廉亦如此” ［９］ 。 可知医者诊断后，药品可以用公

署中的，也可以到市场上采购，再按医嘱服用。 医者

对公署中有什么药材十分熟悉，估计是政府的专职

医务人员。 州府里的一般官员，也能接受官方医者

诊治。 如文明元年（６８４ 年），“毗陵掾滕庭难患热病

积年，每发身如火烧，热数日方定。 召医，医不能

治” ［１０］ 。 由于是一种怪病，医者也没有办法诊治。
官员的家属，同样能享受到相应的医疗服务。

如有一妇人，“从夫南中效官”。 她“曾误食一虫，常
疑之，由是成疾，频疗不愈”。 说明有多位医者诊治

过，但都没治好。 后来她到京城一医者处治疗，医者

“知其所患”，于是请来女病人的一位姨奶，私底下

先对姨奶说：“今以药吐泻，但以盘盂盛之。 当吐之

时，但言有一小个虾蟆走去，然切勿令娘子知之是诳

语也。” 姨 奶 按 照 医 者 的 话 去 做 了， “ 此 疾 永

除” ［７］１２４。 既然说是“频疗”，那最初在丈夫做官的

地方肯定是接受了政府机构中医者的医治。
在《唐六典》中，并没有记载县级政府机构里医

学博士的设置，也没有医学生，说明县级政府由于规

模较小，不再有这类人员的设立。 问题是，如果县政

府中的官员得病，他们能够得到官方医疗诊治吗？
我们在徐铉《稽神录》中看到一条资料，或许对

县级政府里的医疗体制能有一定的了解。
　 　 高邮县医士王攀，乡里推其长者。 恒往来

广陵城东，每数月，辄一直县。 自念明日当赴

县，今夕即欲出东水门，夜泛小舟，及明可至。
既而乃与亲友饮于酒家，不觉大醉，误出参佐

门，投一村舍宿。 向晚稍醒，东壁有灯而不甚

明，仰视屋室，知非常宿处，因独叹曰：“吾明日

须至县，今在何处也！”久之，乃闻其内蹑履声，
有妇人隔壁问曰：“客将何之？” 因起辞谢曰：
“欲之高邮，醉中误至于是。”妇曰：“此非高邮

道也。 吾使人奉送至城东，无忧也。”乃有一村

竖至，随之而行，每历艰险，竖辄以手捧其足而

过。 既曙，至城东常宿之店，告辞而去。 攀解其

襦以赠之，竖不受，固与之，乃持去。 既而入店

家易衣，又见其襦放在腰下，即复诣其宿处寻

之，但一古冢，并无人家。［１１］４９－５０

此条材料《太平广记》卷三五五也有引用，只是

将“医士”作“医工”。 在唐代的一些史料中，称医者

为“医士”的，的确常会见到，但据上引《唐六典》记
载，太医署中有医工一百人，猜测《太平广记》中作

“医工”也是有据可依。 这则故事中说了扬州有一

位医士王攀，应该是个德高望重的人，医疗技术虽没

有直接描写，但应该是有较高水准的。 他每隔数月，
就会去一次高邮县轮值，应该是作为一个医者到高

邮县去值守诊病。 这种值守，一般不会是为了普通

人而去的，而是为了当地的官府人员及其家属治病

才设立的一种制度。 王攀值守多少时间，这里没有

说，所以我们没法知道高邮县像王攀这样的医士有

几个人是互相轮值的，或者说只有王攀一个人每过

一段时间才去一次，不过从他十分强调“明日须至

县”来看，似乎更有可能是有人和王攀轮班的。
王攀一般是晚上从扬州城东出发，利用小船作

为交通工具，第二天就可以准时到达高邮当值。 也

就是说，当时从州城派出医者到各县轮值，估计县级

机构是没有专门医者岗位的设置，而州级机构里应

该有多名医者岗位设置。 这样的医士，应主要是为

县级府衙中的官员进行医疗服务的。
故事中扬州医士到高邮县当值的事例，如果不

是个案，那么就有可能是当时县级医疗体系的一种

通常情况，其他各州各县，或许也存在这样的模式。

二、走马呼医：百姓得病后医药诊
治的普及

　 　 官员之外，普通百姓得病后是否全如上述《朝
野佥载》卷三说的那样因为“无医人”而只能靠祭祀

治疗？ 从各种资料记录来看，的确有地区缺少医药，
但并不是全部都缺，当时大多数人是会延请医生治

疗的，医药诊治的观念越来越普及，主动请医生诊断

后吃药，在经济稍发达地区成为习俗。
其实，稍有点财富或社会地位的人，生病后都会

请医诊疗。 马逢生活比较窘困，时王仲舒为郎中，与
马逢友善。 王仲舒责怪马逢说：“贫不可堪，何不求

碑志相救？”意谓你文采这样好，为啥不靠替人家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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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志赚点生活费。 马逢笑着说：“适见人家走马呼

医，立可得也。” ［１２］２１７一些有钱人或者社会地位较

高的人家，生病后“走马呼医”，如果治不好，肯定就

会请马逢写墓志了。 死后有经济实力请人写墓志

铭，应该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不是官员，亦是士

大夫。
一些人通过经商，富有钱财，得病后请医者诊治

也是十分多见，毕竟生命可贵，钱再多也换不到命。
如在长江流域有一富商，南来北往，一直居住在船

上，“中夜暴亡，迨晓气犹未绝。 邻房有武陵医士梁

新闻之，乃与诊视”。 梁新认为他是吃了东西中毒，
富商的仆人说富商喜欢吃竹鸡。 梁新说：“竹鸡吃

半夏，必是半夏毒也。”于是梁新叫仆人“捣姜捩汁，
折齿而灌之，由是方苏” ［７］ 。 医士梁新恰好住在船

居富商的“邻房”，富商生病后是有钱延医治疗的。
普通人得病也会请医者诊治。 段成式说“江左

数十年前有商人，左膊上有疮”，这个疮很奇怪，“如
人面，也无他苦。 商人戏滴酒口中，其面也赤。 以物

食之，凡物必食，食多，觉膊内肉涨起，疑胃在其中

也”。 当然这里描写有点过头，说得比较虚幻，但实

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疮中短期内没办法结痂。 经

过一位“善医者”治疗，“教其历试诸药，金石草木悉

与之。 至贝母，其疮乃聚眉闭口。 商人喜曰：‘此药

必治也。’因以小苇筒毁其口，灌之，数日成痂，遂
愈” ［８］１０９１。 这位医技较高的医者，治疗上有独特的

方法，最后商人的疮口结痂治愈了。
从目前见到的一些墓志铭来看，有相当一部分

人病逝前，都请医者诊治过，实在无法救治才离开人

间。 如我们以扬州地区的一些墓志为例，很多人在

死之前都有请医者诊病的过程。 如果年纪比较轻，
家人大都会全力延请医者救治。 如 ４２ 岁的扬州李

崇，“染疾经旬，医药无助”，最后死于家中［１３］６１。
来治安夫人田氏，“不幸染疾，药石无救，终于扬州

江阳县崇儒坊之私第”，仅 ４８ 岁［１３］７３。 邹氏，元和

元年（８０６ 年）死，“不幸遘疾，药饵无助”，享年 ２６
岁［１３］８６。 像这样的年轻媳妇，肯定结婚不会太长时

间，家人更是会请医者来救治。 吴郡陆公夫人宋氏，
“不期抅疾，药饵无功”，享年三十有五［１３］９１－９２。 张

仕济，读书特别用功，“因学成劳，遂遘微疾，遍寻医

术，有殛无瘳”，死时才 ２２ 岁［１３］９３。 这里我们列举

的都是二十多岁至四十多岁的中青年人，他们均因

患有疾病，所以请医者治疗。
即使年纪较大的人得病，也会请医者救治。 李

彦崇，五十有二， “暂萦小疾，药饵难救，奄归夜

泉” ［１３］１５７。 臧暹妻魏氏 ７４ 岁，“遘疾经旬，徒施药

饵” ［１３］１７８－１７９。 任玄“中年以寒暑所侵，忽婴羙疹，
千方以疗，粗获其瘳”。 不过一年后，“疾乃凶基”，
还是得病死了，年五十七［１３］２４４。 唐末孙绥，“遭二

竖之致疾，伏枕逾月，百药不瘳，圆虚匪仁，纤我囗尊

德”，死时 ８１ 岁［１３］２７９。 当然总体上说，死后有墓志

铭的人，一般是社会上层家庭，因而他们和医药诊疗

的关系自然是比较紧密的。
宗教人员生病，也会用医药治疗。 广陵法云寺

僧珉楚，“既归，有同院人觉其面色甚异，以为中恶，
竞持汤药以救之，良久乃复” ［１１］４２。 当然，这里所

持的汤药有可能是懂医学的僧人在救治。
如果是传染性疾病流行，那么全民就会接受医

者救治。 地方政府会从医学治疗上着手，考虑用汤

药医治。 李吉甫在淮南任节度使时，“州境广疫”，
“亡殁相踵”。 一秀才对他说：“某近离楚州，有王炼

师，自云从太白山来，济拔江淮疾病，休粮服气，神骨

甚清，得力者已众。”虽然不是正宗的医生，是个道

士，但他能治病。 于是李吉甫“令作书，并手札，遣
人马往迎。 旬日至，馆于州宅，称弟子以祈之”。 王

道士对李吉甫说：“相公但令于市内多聚龟壳大镬

巨瓯，病者悉集，无虑不瘥。”大锅子里煎龟壳为药，
把病人集中起来让他们喝。 王道士的治疗是有效果

的：“既得，王生往，令浓煎。 重者恣饮之，轻者稍

减，既汗皆愈。” ［１４］虽然这则故事的记载有点神奇，
但实际上很多道士掌握了不少医学知识，他们是能

够医治不少疾病的。
我们认为，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在医疗技

术上的认识不断深化，城市中的普通民众，特别是一

些大城市，人们基本建立起了有病就医的观念，得病

后一般都会设法延请医生，或到医生家里，求药医

治，这一方面说明唐代人的医疗知识渐渐在增长，同
时也说明唐代人的生活质量有所提高。 当吃饭问题

解决后，人们还是想在医药救护上有所提高。
当然，我们亦不能过分地相信唐代和现代人一

样，是有病只找医生医治的，事实并不是如此。 我们

对唐代人的就医诊治还是要辩证地来看。
其一，说唐、五代时期人们生病了就能找医诊

治，也不是绝对的。 《全唐文》卷七二九崔龟从《宣
州昭亭山梓华君神祠记》谈道：“先是疾作，医言疾

由寒而发，服热药辄剧，遂求医于浙西。 廉使卢大夫

为臣命医沈中象乘驿而至。 既切脉。” “如其言，涉
旬而稍间，经月而良已。 自以为必神之助，又自为文

以祝神，因出私俸修庙之坏隳，加置土偶人马，垣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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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画绘者一皆新之，大设乐以享神，自举襟袖以

舞。”“吴越之俗尚鬼，民有病者不谒医而祷神，余惧

郡人闻余感梦之事而为巫觋之所张大，遂悉纪其事，
与祝神之文刊之于石，因欲以权道化黎甿，使其知神

虽福人，终假医，然后能愈其疾耳。” ［１５］按照他的意

思，生了疾病，看医生是必然的，但同时要向神祈福。
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是两者都会兼顾，既就医，又
要信巫信神。

所以唐代有一些人在信医信巫中来回摇摆，有
时相信医，有时相信巫，更有些人得了病医、巫都信。
唐初傅奕，“生平遇患，未尝请医服药，虽究阴阳数

术之书，而并不之信” ［３］２７１７。 他不看医生的做法，
时人称他为“纵达”，意谓看得开，说明不请医服药

的做法并不是士大夫中的主流。 不过，唐代也有很

多人在医药无法治愈疾病时，在内心深处会倾向巫

术，有些人认为巫术对治病还是有些用处的。 如泉

州晋江巫陈寨，“为人治疾多效者” ［１１］５７。 也许巫

掌握了一定的治病技术，或多或少懂一些医疗方法。
当时有很多人是医药和巫术、宗教祈祷兼信，几者联

合运用，只要能治好病，什么手段都可以用。 五代蜀

国眉州下方坝一户人家，“夫妻皆中年，唯一男既

冠，忽患经年羸瘠。 日加医药，无复瘳减。 父母遂虔

诚置《千金方》一部于所居阁上，日夜焚香，望峨眉

山告孙真人祷乞救护” ［１６］３０。 先是用药，但药治无

效，于是焚香求孙真人救护。
其二，唐代总体上是个缺医少药的时代。 唐德

宗贞元年间（７８５—８０５ 年），谈到颁《广利方》的原

因，是“或僻远之俗，难备于医方；或贫匮之家，有亏

于药石。 失于救疗，遂至伤生” ［１７］ 。 边远地区不可

能有完备的医疗体系，很少有医护人员，贫穷人家请

不起医生，因而只能靠医方自行解决生病问题。 中

唐李德裕任浙西观察使，他看到的仍然是：“江、岭
之间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厉疾者，举室弃之

而去。” ［３］４５１１一些边远地区和山区，大多是“绝无

医人”“病无与医”④。 百姓们连正常的生活都很艰

难，自然是很少会请医服药。 即使在城市，哪怕是在

长安这样繁华的城市，医者数量和总人口的比例，也
是十分低的，并不能有效地治病救人。

三、知疾深浅：医者对民众就医服
药的影响

　 　 各级官方医学校培养的医学生，一般而言最后

都在官方机构中任职。 就民间而言，医者的来源呈

现多样性，他们并非一定要经过医学校的培养，有些

可能是医学世家，接受了家学教育；有些在自我摸索

中成名成家，自学成为名医。 学者认为六朝以后，随
着医药世家的不断涌现，医学的家学传授是当时社

会上医者增多的重要原因。 范家伟［１８］ 、于赓哲［１９］

等先生就这个问题展开过讨论，在此我们不作赘述。
医者的增多，自然为百姓看病带来方便，因而民众对

看病服药观念的改变实际与医者有很大关系。
唐代医者的种类较多，他们为民众的就医带来

了不少方便。 比如部分宫内医官有时会以个人身份

帮普通人治病。 郑云逵与王彦伯相邻而居，两位都

是有一定专长的医生，其中王彦伯是尚药供奉，结果

碰到了巧事： “尝有客求医，误造云逵，诊曰： ‘热

风。’客又请药方，云逵曰：‘药方即不如东家王供

奉。’客惊而去。” ［１２］２１７病人跑错了一户人家，来到

了王彦伯的隔壁。 也就是说，医官平时在家里会替

人诊病开方。 有一朝士身体不舒服，去找尚药局奉

御梁新，梁新一看就说：“何不早见示？ 风疾已深

矣，请速归处置家事，委顺而已。”梁新的意思是为

什么不早点来看啊，现在风疾已深，没办法治了。 朝

士一听吓得没命，策马回家［７］１２３。 朝士是以个人的

身份找梁新，而作为医官，梁新可以替人诊疾，并没

有因为自己的身份受到限制。
各地似乎都有一些名医，一般都有一手绝活，他

们开诊治病，产生了很大的个人影响。 开元中，“有
名医纪明者，吴人也，常授秘诀于隐士周广，观人颜

色谈笑，便知疾深浅，言之精详，不待诊候。 上闻其

名，征至京师令于掖庭中召有疾者，俾周验焉” ［２０］ 。
其实这位纪明在诊病时特别会观察人的面部，从脸

上看出一个人是否身体健康。 因为他的这种观察成

功率较高，他就成了名医，被征召到掖庭宫替皇帝的

后宫妃子诊病。
替民众诊病的一般以民间医者为多，在一些城

市里，民间医者的数量很多。 一些医者是地方上的

名医，通过平时的诊病传出了名声，并且有一定的医

治专长。 有些病比较复杂，没有一定的技术专长的

确还无法治疗。 崔慎由为浙西观察使，“左目眦生

赘，如息肉，欲蔽瞳人，视物极碍，诸医方无验”。 一

天，淮南判官杨员外牧“自吴中越职”，谈起扬州有

姓穆的善医眼，于是崔慎由“请遗书崔相国铉，令致

之”。 几天后，崔铉回信说：“穆生性粗疏，恐不可

信。 有谭简者，用心精审，胜穆甚远。”于是谭简来

到浙西，看了崔慎由的眼睛，说：“此立可去，但能安

神不挠，独断于中，则必效矣。”崔慎由说：“如约，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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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必不使知。”谭简说：“须用九日，晴明，亭午于

静处疗之。 若其日果能遂心，更无忧矣。”九天后，
崔慎由“惟语大将中善医者沈师象，师象赞成其事。
是日，引谭生于北楼，惟师象与一小竖随行，左右更

无人知者”。 手术开始，“谭生以手微扪所患，曰：
‘殊小事耳。’初觉似拔之，虽痛亦忍。 又闻动剪刀

声。 白公曰：‘此地稍暗，请移往中庭。’象与小竖扶

公而至于庭，坐既定，闻栉焉有声。 先是，谭生请好

绵数两，染绛，至是，以绛绵拭病处，兼傅以药，遂不

甚痛。 谭生请公开眼，看所赘肉，大如小指，竖如干

筋，遂命投之江中，方遣报夫人及子弟”。 从这段描

述来看，是动了一个眼睛的小手术。 手术后，谭简马

上“以状报淮南”，崔铉很紧张，回信说：“自发医后，
忧疑颇甚，及闻痊愈，神思方安。” ［２１］这种动剪刀割

眼睛上赘肉的手术，在当时来说是比较难做的，而且

术后还要注意消炎，所以从扬州找了专科医者越江

来到润州。 因为病人是重要的官员，所以才这样兴

师动众。
尽管不在官方体制之内，但唐代很多医者的诊

治水平也是很高的，有些人还有特殊的技能。 比如

有一少年眼中常常会看到一面小镜子在晃动，医者

赵卿诊断，“与少年期来晨以鱼脍奉候。 少年及期

赴之，延于阁子内，且令从容，俟客退后方得攀接。
俄而设台子，止施一瓯芥醋，更无他味。 卿亦未出。
迨日中久候不至，少年饥甚，且闻醋香，不免轻啜之，
逡巡又啜之，觉胸中豁然，眼花不见，因竭瓯啜之”。
这时赵卿出来对他说：“郎君吃脍太多，非酱醋不

快。 又有鱼鳞在胸中，所以眼花。 适来所备酱醋，只
欲郎君因饥以啜之，果愈此疾。 烹鲜之会，乃权诳

也，请退谋餐。” ［７］１２４在不知不觉中，他让少年服下

了食用醋，医治好了他的病。 在这个病例中，赵卿掌

控了病者的心理活动，以技巧使病人饮用了醋，达到

了治疗效果。 针灸亦有不少高手。 甄权特别擅长针

灸，狄嵚苦风患，“手不能引弓”，甄权对他说：“但将

弓矢向垛，一针可愈矣。”于是在他的肩隅一穴位扎

一针，“实时能射” ［２２］１００。 虽说宋人的记载有点

神，不过的确可以说明扎针的效果特别明显。
有一些医者没有太大名声，只能在市里摆摊，竖

个榜做广告，在城市热闹地段设摊替人看病，但这种

比较接地气的医者是普通民众最方便找到的，他们

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城市的普通人群。 鄜州马医赵鄂

新到京都，于通衢自榜姓名，云“攻医术”，想替人看

看小毛病，混口饭吃。 有一得病朝士看到赵鄂，并不

抱什么希望，随便一问，“赵鄂亦言疾已危，与梁生

所说同”。 赵鄂转而一想，说：“只有一法，请官人剩

吃消梨，不限多少时，咀龁不及，捩汁而饮，或希万

一。”朝士一听，马上策马回家，“以书筒质消梨，马
上旋龁”。 此后十多天，他只吃消梨，“顿觉爽朗，其
恙不作”，病竟然好了［７］１２３。 赵鄂竖榜治病，应是

当时一些民间医生普遍都采用的方法。
佛道两教中有很多人潜心研究医学，他们对医

疗服务观念的传播功不可没。 广州监军吴德墉离开

京师时，两脚蹒跚，三年后回来，“足病复平”。 唐宣

宗问他怎么好的，他说是罗浮山人轩辕集医治的。
宣宗此时比较相信道教，于是把山人请到京师，还想

授官［１２］２５８。 罗浮山人治病应该是有一套方法的，
监军能够请他治疗，说明他在广州地区已有不小的

名声。
总体上说，尽管人们对诊病有很大的需求，但医

者传统上属方伎之类，地位并不是太高，离社会上层

普遍的尊重还有一些距离，但这恰恰说明他们在社

会基层很有市场，在满足普通人群的医疗需求方面

他们做出了巨大贡献。 《唐语林》谈到柳仲郢任盐

铁使时，奉敕要给医人刘集一场官。 刘集“医行闾

阎间，颇通中禁，遂有此命”，在民间和禁中都行医，
可能医技不错，宣宗皇帝才有这个任命。 柳仲郢手

疏执奏曰：“刘集之艺若精，可用为翰林医官，其次

授州府医博士。 委务铜盐，恐不可责其课最。 又场

官贱品，非特敕所宜，臣未敢奉诏。”如果医术好，就
给个翰林医官或医博士，而盐铁是国家的经济命脉，
而且盐铁场中所担任的是小官，刘集没搞过经济，盐
铁场官这种低级官位，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意思。 于

是宣宗御笔批给刘集绢百匹，“放东回” ［１２］４４。 表

面上柳仲郢好像说得很有道理，但实质上是对医人

的一种轻视。 《通鉴》也谈到此事，司马光干脆称刘

集是“闾阎医工”，胡三省更说刘集既无职于尚药

局，也不待诏于翰林院，与官方无涉，只是“以医术

自售于闾阎之间” ［２３］８０５７－８０５８，对民间医工的口气

是不以为然的。
即使到了五代后唐庄宗时期，人们仍觉得医者

低人一等。 刘后生皇子继岌，“后父刘叟以医为业，
诣邺宫自陈。 后方与诸夫人争宠，耻为寒族，笞刘叟

于宫门”。 后唐庄宗“好俳优，宫中暇日，自负药笈，
令继岌携敝盖相随，自称刘山人求访女，后大怒，笞
继岌” ［２２］１２０。 《北梦琐言》记述这件事时，说庄宗

“自负蓍囊药箧，令继岌破帽相随，似后父刘叟以医

卜为业也” ［７］１９０。 医者不但只是为人医治疾病，还
兼做占卜，徒弟一副落拓寒酸打扮，这大体上能反映

０３１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出民间医者真实的社会地位，而从另一个侧面看，他
们的服务对象主要是社会下层民众。

当然，民间医者存在的问题很多。 如因为社会

对医者的需求，使医者能获得较大经济利益，所以医

者队伍里混进了不少贪图钱财的人，医技水平不高，
钱是照收不误。 后人就谈道：“医之于人，功次天

地。 其间滥谬盗名取赀，无功有害，药乎药乎，谬剂

而已。” ［２４］４９只是想着病人家的钱财，而不会医治，
开出的药方根本和病情不相符。 但我们也从中可以

看到，普通人得病后对医疗诊治的渴望。
也有的医者会过度治疗。 其时治疗诊断，不少

人比较相信针灸：“凡病膏肓之际，药效难比，针灸

之所以用也。 针长于宣壅滞，灸长于气血，古人谓之

‘延年火’，又曰‘火轮三昩’。”针灸可以起到药物所

不具备的效果，对于宣泄壅滞作用极大。 正因为如

此，“今人有病必灸，亦大癖也” ［２４］５２，一旦有什么

问题，医者就给人针灸，成了一大癖好，实际上是一

种过度治疗。 所以社会上流“不服药胜中医”，此话

虽然不一定全对，但“疾无甚苦，与其为庸医妄投药

反败之，不得为无益也” ［２５］ 。 如果过度治疗，或者

碰上庸医，反而会使病人受害。
总体来看，唐、五代时期医者数量增多，社会各

个层面都有很多医者的存在，他们满足着不同层次

百姓的医疗需求。 其中有些医者的技术很高，有些

医者技术全面，虽不一定很专深，但在一般疾病的治

疗方面能满足社会需要。 从这方面来说，民众就药

服药观念的形成，与医者数量增多、技术提高有密切

关系，这是唐、五代时期医学发展到一定高度出现的

结果。

四、君子之存心：民众就医服药观
念形成的原因

　 　 对唐、五代时期的多数人来说，已形成生病后应

该就医的观念。 那么，为什么能在这个时候社会上

普遍形成病后就医观念？ 或者说形成这种观念的原

因是什么？
一是与当时政府和士大夫们的大力推广和提倡

有关。 政府设立医学校，培养医学生，掌各地巡疗，
从制度上提倡医学，而且还不断颁布药典药方，传播

医学知识，这些前人已多有研究，我们不作过多论

述。 从士大夫的角度而言，他们为传播医学知识做

出了很大贡献。 比如陆贽在政治生涯的最后时期，
被贬忠州，“家居瘴乡，人多疠疫，乃抄撮方书，为

《陆氏集验方》五十卷行于代” ［３］３８１８。 对陆贽这样

做的原因，后人评论说：“陆宣公在忠州，裒方书以

度日。 非特假此以避祸，盖君子之存心，无所不用其

至也。 前辈名士往往能医，非惟卫生，亦可及物，而
今人反耻言之。 近时士大夫家藏方或集验方，流布

甚广，皆仁人之用心。” ［２６］自唐入宋，士大夫传播医

学知识不遗余力，他们仁厚用心，想尽各种办法让老

百姓积极就医治疗，通过撰写和传播医方使人们能

抓药救治病人。
随着医学知识的普及，知识阶层中很多人或多

或少地掌握了一部分医学知识。 比如吴人茹子颜，
“以明经为双流尉。 颇有才识，善医方，由是朝贤多

识之” ［２７］ 。 这位官员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但他“善
医方”，懂医学，是能够治疗一些疾病的。 地方官员

也力图把医学知识传播给整个社会。 邓景山任扬州

节度使，“有白岑者，善疗发背，海外有名，而深秘其

方，虽权要求者皆不与真本”。 有医疗技术，却秘不

授人。 恰巧碰到白岑为人追讼，“景山故令深加按

效，以出其方。 岑惧死，使男归取呈上。 景山得方，
写数十本，榜诸路衢，乃宽其狱” ［２８］ 。 通过威吓使

白岑拿出了方子，然后向全社会传播。
一些官员和士人尽力禁止巫术，努力把人们引

导到医药治疗上来。 罗珦尝刺庐、寿二州，“自寿以

治行第一，就加御史中丞，入为司农卿、京兆尹”，在
庐州时，“病者舍医事淫祀，公皆去其弊”。 其时“民
间病者舍医祷淫祀”，不看医生看巫婆，所以罗珦

“下令止之” ［２９］ 。 他在庐州前后有七年，推动民间

有病找医生观念形成是他重要政绩之一。 可知，一
些人得病之后，的确不是先找医生而是相信巫术和

祈祷，但唐代的地方官在努力推动人们养成就医习

惯，改变传统的一些观念和做法。
二是和城市内的药材销售方便和药材炼制技术

提高有关。 因为就医服药的需求量大增，人们对药

材的需要量也在增加，因而就医服药观念的流行和

药材销售其实是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 城市里有

专门的药肆出售药材，药材是各个市场上经销的重

要商品。 李肇《国史补》谈到宋清卖药长安西市，
“朝官出入移贬，辄卖药迎送之” ［３０］ 。 张易在洛阳，
常与刘处士一起游玩，“尝卖药于市，市中人既不酬

直，又大骂刘” ［１１］１１４。 东西两都的市场上，药材是

重要的商品。 其时人们喜食丹药补身体，因而佛道

的丹药十分吸引人，常成为市场上的商品之一。 章

全益“于成都府楼巷舍于其间，傍有丹灶，不蓄童

仆，块然一室。 鬻丹得钱，数及两金即刻一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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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仙人如果有黄白之术，就会想到赚钱了：“点水

银一两，止一两银价。 若丸作三百粒，每粒百钱，乃
三十千矣。”因此宋人认为，出售丹药“其利溥哉，但
所鬻之丹亦神矣” ［７］２２１。

五代蜀国后期刘蟾摄成州长道县主簿。 宋朝克

复蜀国后，他“匿于川界货药，改名抱一。 开宝中，
于青城鬼城山上结三间茅屋，植果种蔬，作终焉之

计。 每一月两三度入青城县货药，市米面盐酪归

山” ［１６］３２。 川蜀之地，药材贸易十分兴盛，青城县

市中，自然是有药材交易，而且是市场上的大宗商

品。 这里说的虽然是宋初的事情，但五代末与宋初

这短短的时期内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化。 如成都府城

有“鬻龙骨叟，与孙儿辈将龙骨齿角头脊之类凡数

担，至暮货之，亦尽”。 其龙骨来自去府城七十余里

的一个山洞里，“齿角头足皆有五色者，有白如绵

者，有年深朽腐者，大十数丈，小三五丈。 掘而得之

甚多。 龙之蜕骨与蝉蜕无异” ［１６］６７。 估计可能是

一大堆恐龙化石，被这户人家运了出来销售到市场

上。 南唐陈陶退隐在西山，“先产药物仅数十种”。
北宋开宝中，陈陶“角发被褐，与一炼师舁药入城鬻

之，获 资 则 市 鲊 就 炉， 二 人 对 饮 且 啖， 旁 若 无

人” ［３１］ 。 在山里采集药材后到城市出售，这是他生

活的主要来源。 城市里有专门的药肆出售药材，病
人可以直接到药肆中付钱取药。

一些药材出产较为丰富的地区，有专业药材交

易市场。 高承《事物纪原》卷八《药市》云：“唐王昌

遇梓州人，得道，号易玄子，大中十三年九月九日上

升。 自是以来，天下货药辈，皆于九月初集梓州城，
八日夜于都院街易玄龙冲地，货其所赉药，川俗因谓

之药市，迟明而散。”宣宗年间在梓州城出现了药

市。 当然这个药市是短期内出现的还是以后一直有

的，今天已很难搞清，但可以看到在巴蜀山区，因为

药材出产丰富，形成了以药材交易为主的集市，地方

特色十分明显。
除药材外，市场上还将药煎熬后合成药丸。 药

丸的制作有一定的技术要求，唐末，有位钟大夫说在

湘潭时，他和几个商人在岳林寺设斋，“寺僧有新合

知命丹者，且云服此药后，要退即饮海藻汤。 或大期

将至，即肋下微痛，此丹自下，便须指挥家事，以俟终

焉。 遂各奉一缗，吞一丸。 他日入蜀，至乐温县，遇
同服丹者商人寄寓乐温，得与话旧，且说所服之药大

效。 无何，此公来报肋下痛，不日其药果下，急区分

家事，后凡二十日卒。 某方神其药，用海藻汤下之，
香水沐浴却吞之。 昨来所苦，药且未下，所以知未

死”。 吃了这药之后，这位钟公“面色红润，强饮啖，
似得药力也”，说明寺僧合成的药确有效果。 做成

药丸出售，一些寺庙似乎比较拿手，技术上都有一

套。 成 都 觉 性 院， “ 有 僧 合 此 药 卖 之， 人 多 服

也” ［７］１３０，说明社会上吃药丸治病是习以为常的。
一些卖药者同时行医，药和医有机结合在一起。

唐代末年，成汭镇江陵，温克修替成汭管药库。 后来

形势发生变化，克修流落渚宫，“收得名方，仍善修

合，卖药自给，亦便行医” ［７］２１２。 他收集到了一些

药方，就合成各种药物，再出售，同时替人行医治疗。
王彦伯的医术十分著名，他常常“列三四灶，煮药于

庭。 老幼塞门来请”。 彦伯指着几个灶头上的药

说：“热者饮此，寒者饮此，风者、气者饮此。”病人们

根据他的话，“皆饮而去” ［１２］３００。
病人可以直接到药肆中付钱取药。 建康人杜鲁

宾在都城开药肆“以卖药为事”，有个豫章人“恒来

市药，未尝还直”，还欠着不少钱。 一天，此人又来，
“市药甚多” ［１１］１１９。 药肆里的药材应是收购后再

加工出售。 《续玄怪录》谈到扬州北邸有卖药王老

家［３２］１１４，应该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药店。 天宝末

年，有一姓张的给姓李的一席帽，说：“可持此诣药

铺，问王老家，云张三令持此取三百千贯钱。”又说

此药铺为药行［３２］１５８。
当然，唐、五代时期人们病后就医观念的形成，

毕竟还有其他一些因素。 如整个社会文化知识的传

播，人们的科学素质在不断提高，对医药认识的深化

是必然的。 再如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

在不断改善，唐代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准在提高，很多

人有余钱可以请医服药。
总之，从唐、五代时期普通人的角度来观察，越

来越多的人得病后会请医者救治，会据方服药，得病

后家人对医治越来越重视。 这一切说明，唐、五代时

期人们的生活质量在不断提高，而人的寿命也越来

越长。 随着城市和商业的发展，人们就医服药的观

念已经形成，并且基本普及。

注释

①如于赓哲有《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 （中华书局 ２０２０
年版）等论著，主要研究了唐代主要疾病、唐代官方医疗机构、医人

水平、医籍受众、药材产地与市场、疾病观、医者形象、医学教育体系、

瘟疫等问题。 ②于赓哲认为太医署、尚药局、药藏局三大中央医疗机

构，服务的对象是皇室、官僚贵族、宫廷、禁军、官奴婢等（《唐代疾

病、医疗史初探》第二章第一节，第 ２６—２７ 页）。 ③黄正建等对《天
圣令》复原唐《医疾令》第三十条说：“诸州医博士、助教，于所管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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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停家职次内，取医术优长者为之。 军内者仍令出军。 若管内无人，
次比近州有处兼取。 皆州司试练，知其必堪，然后铨补，补迄申省。”
（黄正建等：《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下册，中华书局，２００６ 年

版，第 ５７８ 页）也就是说，各州的博士、助教是在各州中挑选有医术

的人充当，这些人有的可能并没有受过严格训练，只是民间的医者。
中唐时期魏光乘“好题目人”，即根据人的特点起绰号，如把拾遗蔡

孚说成“小州医博士诈谙药性”（《朝野佥载》卷四，《全唐五代笔记》
第一册，第 １８９ 页）。 一些州的医博士其实只是知道点药性而已，有
的甚至连药也不懂。 《北梦琐言》卷五《薛少师拒中外事》谈到唐末

蜀中的医官杨仆射“殊不识字”，所以病人说“安可以性命委之乎”，
不肯吃杨医官的药一定要到长安看病（《北梦琐言》卷五《薛少师拒

中外事》，《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一册，第 ６４ 页）。 ④于赓哲在《唐代

疾病、医疗史初探》第二章第二节“地方医疗机构的使命和局限性”
（第 ２９ 页）谈到了这一问题，引述了多条发生在黔中、崖州、睦州、汀
州、海南等地的资料，说明在边远地区，唐代几乎是没有医药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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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时期民众就医服药观念的形成


